血战到生命最后一分钟
——记青年共产党员倪淑英烈士
徐文初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致敬英雄，缅怀先烈的庄严时刻，我怀着无比尊崇的敬意，提笔追记从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倪淑英烈士。
    早在青年学生时代，倪淑英在黑暗的旧中国就渴望找到光明；当她见到共产党带来一缕曙光的时候，就认准方向紧紧追随，一往无前。抗日战争爆发后，倪淑英像铁血男儿一样，投笔从戎，辗转抵达延安，随后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战场，经受十分艰苦与残酷的斗争历炼，为驱逐日寇宁死不屈，坚持血战到生命最后一分钟，用血洒祖国大地诠释一个优秀青年共产党员践行初心的决定和勇气。在为保卫神圣国土而倒在血泊中时，她已怀孕二个月，年仅27岁，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的抗日英雄。
投身革命
倪淑英，化名宋维，1916年10月20日生于吴江县松陵镇下塘街33号，幼年在松陵镇城西小学和同里镇女子小学读书。1928年考入苏州女子师范，1934年7月毕业，这六年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其父倪荻舟1959年2月27日口述（陶定一笔记）回忆，倪淑英那时开始阅读《子夜》等进步书籍，“和薛暮桥同志的爱人罗琼同志相处最久，宣传革命，策动群众……”这是倪淑英在革命道路上跨出的坚实第一步，也为后来她在抗日战火淬砺中成为优秀共产党员筑牢了根基。
1983年秋，吴江县委宣传部筹备《吴江县近代爱国历史人物、革命事件展览》，在历史人物专题中，《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女英雄倪淑英烈士》展版的资料交给我收集整理。罗琼是倪淑英走上革命道路最早的引路人和见证者，因此我于当年10月9日发函征询有关情况，罗琼（时任全国妇联副主任）于11月1日发信回复，称“出差离京……信回京之后才看到，迟复，请谅。”并告知“倪淑英同志在苏州女师时，我们相识，她当年是一位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同时还讲述了抗战开始后，在武汉说服倪淑英的父母同意女儿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情景。
1934年7月苏女师毕业后，倪淑后受聘去吴县县立新阊小学教书，1935年8月转往上海中振小学，担任级任兼训育主任。1937年，她满怀爱国激情参加抗日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派往奔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返回吴江，进入县立严墓区钮家湾小学担任校长，课余时间和同事袁祥珍（女）一起，竭尽所能做难民收容工作，劝募经费，救护难民。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抵抗，迎头痛击，打响了淞沪战役，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和勇气。倪淑英积极从事抗日后援工作，不分昼夜为前线撤退过往的伤病员服务；还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自己带头走上街头，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她还深入农村，到农民群众中去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发动大家起来共同抗击日寇，奋力保卫家园。
奔赴敌后
1935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举兵进逼南京，苏州、吴江即将沦陷，倪淑英跟全家一起，随逃难人群向浙江山区撤退，途经杭州、江山等地，沿浙赣铁路于年底到达湖南长沙，进长沙难民收容所工作。在难民收容所，她接触到了更多的革命同志，经常听他们分析战争形势，讨论抗日工作，深受启发与教育。此时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陆续开赴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形势越来越严峻。倪淑英为了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暗暗下定决心到抗日前线去，战斗杀敌。
1938年春节前夕，倪淑英一家离开长沙，北上汉口。当她得知罗琼在武汉工作时，立即前去寻访。在罗琼的复函中这样回忆道：“1938年她在武汉，我们又相遇，她同我谈过几次，决心到延安去参加革命。我看她决心很大，尽力支持，帮助她和当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罗琼还记得，“倪淑英的父母是忠厚的长者，当时也在武汉，老人家不放心女儿远行，我帮助做了工作，老人家才同意。”倪淑英离开武汉时，罗琼还亲自到她家送行，见到“她为自己能奔赴革命圣地，非常高兴。”由此可见，倪淑英上抗日前线的心情十分迫切，为国献身的决心坚如磐石，义无反顾。
在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时，倪淑英与张国坚同志结婚。学习结束后，倪淑英先被分配到陕西枸邑县织田镇工作，后与张国坚一起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张国坚任冀中公安局局长，倪淑英先后担任冀中公安局秘书副主任、机要秘书、晋察冀公安局秘书主任等职，还是机关党支部委员，1940年底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当年跟随倪淑英的勤务员杨志毅的回忆记录中说：“宋维同志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从来不搞特殊，生活上艰苦朴素，而且特别能吃苦，对同志她有火一般的热情，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杨志毅1939年参军，这时才13岁，没有文化，倪淑英找来钢笔和本子，教他读书写字。在生活上，倪淑英尽心给以照顾，直到解放以后，杨志毅依然清楚记得：“冬天，我有时晚上没被子，宋维同志就常拿她的大衣给我盖。”无处不显示出倪淑英严于律己的高贵品质，以及对待战友的满腔热情。
1943年秋季，华北日军对晋察冀边地区发动了一场极其野蛮、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我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反扫荡斗争。当时倪淑英正怀孕在身，不能跟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决定她留下来，参加分散的战斗小组活动。留守的共有9人，成立了临时战斗小组，由王政阁和倪淑英负责。                

血洒国土
1943年9月，倪淑英所在战斗小组回旋于阜平、涞源两县交界处的山区，开始有两匹骡子，但山道崎岖，骡子难走，只得步行爬山。倪淑英拖着沉重的身子行动困难，但她始终一声不吭，坚持跟上队伍。
9月中旬，与进山扫荡的日军多日迂迴周旋以后，倪淑英和战斗小组的战友一起爬上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神仙山最高峰。在这里又辗转十多天，当时杨志毅正在发高烧，躺在山头走不动，行军要靠其他同志背，而据点的敌人经常进山扫荡，情况十分危急。杨志毅要求大家不要管他，迅速转移，倪淑英坚决不同意，还把最后两支退烧针给他注射，使他转危为安。
10月12日，战斗小组宿营在涞源县桦木沟村东头路北的一个大院里，连日在山间转圈子十分疲惫，大家睡得很沉。当晚遭遇敌人偷袭的情况，是杨志毅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伤痛，记得格外清楚：“大约后半夜三、四点钟，……先响了手榴弹，接着机枪、小炮都响起来了，直扑宿营地大院。”他在回忆中说，战斗小组“当即决定朝后山跑。我们翻过院墙，到了后山，以后又往高处爬了一会儿。这时我们往山下一看，在朦胧的月光中，只见戴钢盔的敌人有一大片，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后山无处可跑，只得改道往西跑了三、四里，来到一条干河沟，顺沟爬上山坡。敌人紧追不舍，连续开枪扫射，这时一颗子弹从杨志毅胳肘下穿过，击中了宋维的手，当即鲜血直流……
  后来杨志毅回忆说：“我赶紧帮宋维同志包扎了伤口，这样我们俩就落在最后了。这时敌人离我们就十几米远。”幸好战斗小组赶了回来，掩护杨志毅搀扶宋维继续向前走，但天色越来越亮，目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密集的子弹像雨点泼洒，大家只得趴在一块大山石底下扔手榴弹和开枪还击。在紧急关头，倪淑英从容镇定，对杨志毅说“我命令你走！”边说边使劲推了一把，杨志毅顺势滚下山坡，爬起身断续奔走约二、三百里，在阜平县七区上甘岭村找到了张国坚，报告了被敌人包围的情况。
杨志毅是跟随倪淑英时间最长的勤务员，在这次突围战斗中，使他尤为感动、印象最深的是倪淑英临危不乱，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大无畏精神。在发现敌情转移途中，她迅速烧毁了机密文件，埋藏了文件包，只留下一张她爱人张国坚的照片。倪淑英手上中弹后，和战友趴在大山石下一起反击逼近的敌人，抱着决死的决心战斗到底。她把带在身上的张国坚的照片咬在嘴里，连续投掷手榴弹，炸得敌人哇哇嚎叫，十几个鬼子倒在了阵地面前。最终因寡不敌众，倪淑英身中七弹（手上已中一弹，共中八弹），壮烈牺牲。她腹中孕育的幼小鲜活生命也殒落在日军罪恶的枪口下，在华北战场留下了令人心碎、催人泪下的敌后抗日故事。
    战斗结束，敌人龟缩以后，杨志毅奉命和手枪队长李卫、警卫员赵虎成一起赶往桦木沟处理后事。杨志毅的回忆笔录中这样叙述：“我把宋维同志的衣服顺了顺，用毛巾擦了擦她身上的血迹，还摸到了她身上的小勃朗宁手枪。后来，我去离桦木沟三、四里的一个地方取宋维同志的文件包。”与倪淑英同时牺牲的，还有王政阁、刘义和刘素三位烈士，在当地乡亲的帮助下，在山坡上掩埋了尸体，找四块石片用铁锹刻字植立了墓碑。反扫荡结束后，部队和阜平县群众在石家寨召开追悼会，以寄托哀思，誓死打败日本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琼（时任全国妇联秘书长）同倪淑英的父母取得了联系，告知倪淑英在敌后抗日为国捐躯的壮举，对两老表达深深的敬意。张国坚（时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则专程到吴江探望岳父母，带去亲人的温暖与安慰，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在生活上一直给以照顾。1956年，苏州市民政局给倪淑英家属签发了烈士纪念证。进入新世纪以后，吴江区政府选址风景秀丽的太湖之滨兴建吴江烈士陵园和吴江烈士纪念馆，倪淑英烈士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投笔从戎，毅然奔赴敌后抗日战场并献出宝贵青春的革命英雄主义光辉事迹，也永久陈列在纪念馆内，供后人瞻仰和学习，继承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奋斗不止，用新作为向革命先烈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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